促进弱势群体参与体育锻炼心理干预措施的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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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随机抽取了322名听障残疾学生为研究对象，对《阶段变化量表》进行了修订和信、效度检验，并在此基础上对听障残疾学生的锻炼现状和心理影响因素及其变化趋势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针对听障残疾学生修订的《阶段变化量表》信、效度良好；（2）坚持规律性锻炼的听障残疾学生仅占被试的三成；（3）经单因变量多因素方差分析，锻炼收益（(2＝0.06）、自我效能（(2＝0.11）和变化过程（(2＝0.15）的均值随听障残疾学生所处锻炼阶段的上升呈现上升趋势，但锻炼弊端却没有表现出此趋势。这可能与锻炼弊端的构成，及其随研究对象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特性有关；（4）所有心理因素对听障残疾学生所处锻炼阶段的正确判别率为35.1%；（5）自我效能的高低对听障残疾学生所处锻炼行为阶段的影响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这与前期众多研究结果相悖。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听障残疾学生对自身参与体育锻炼能力的认识不客观，自我认同存在偏差。本研究为阶段变化模型在残疾人这个特殊群体中的应用进行了有益尝试，部分研究结果与以正常人群为对象所得结果间存在的差异，值得做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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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众所周知，坚持规律性的锻炼不但与增进健康，减少全因性死亡风险有关，而且还具有促进心理和情绪健康、改善社会关系、增强体适能水平等作用[1]。依据Mokdad等人（2004，2005）的研究结果，每年发生在美国的近一半死亡是可预防的，因为导致这些死亡的大多是可预防、可改变的行为因素。而这些行为中的吸烟，不健康饮食和缺乏运动导致了2000年一百万可预防性死亡中近71%的死亡[2]。为此，美国运动医学学会（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 ACSM）和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建议：既使是不存在心脏疾病的健康个体，也应该尽可能每天参加至少30分钟、中等强度的体育锻炼[3]。美国仅有25%的个体符合此标准[4]，而我国的情况就更加不容乐观了。 
有效影响个体的心理变量和相关环境因素，进而影响个体的锻炼行为表现，最终实现增进健康的目的，这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干预（intervention）。有效的锻炼行为干预策略（exercise intervention）是在使用相关理论和前期研究结果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干预本身并不可能直接改变个体的锻炼行为方式，但是它可以通过影响一个或多个锻炼决定因素（determinants），进而影响到锻炼行为本身［1］。目前国外学者进行的与改变行为有关的干预研究众多，不但依据了阶段变化模型、社会认知理论、决策理论、合理行为理论/计划行为理论等多种理论；同时还在个人、团体、社区和工作单位等多种层面上进行了尝试[2]。

在上述理论模型中，以阶段变化模型（又称跨理论模型）为理论基础进行的锻炼行为干预研究成为近十年来的研究热点。阶段变化模型认为：行为的改变不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要经历一系列性质不同的阶段。因为个体在不同阶段面临的行为改变障碍有所不同，因此，阶段变化模型建议，针对处于不同阶段的个体，进行有的放矢的行为干预（tailored intervention），其干预效果最佳。
2006年，Lewis等人以久坐不动个体为研究对象，检验了以行为改变理论（如，阶段变化模型，社会认知理论等）为基础制订的干预措施对锻炼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部分支持了行为过程和自我效能的重要性。如果干预措施由于影响了理论构成因素而被证明是有效的，则这些理论构成因素就成为了调节锻炼行为改变和干预关系的“中介变量”了（Kraemer, et al,2002; Lewis et al, 2002）。Dishman等人2004年以学校为基础，对青少年女生锻炼行为进行干预的研究中发现，自我效能和乐趣（enjoyment）（Dishman et al.2005）部分调节了干预对锻炼行为的影响。Haerens等人（2007）发现，参加父母支持干预计划的青少年的锻炼行为受到了自我效能的调节。Cerin等人2007年使用了四种不同的统计方法检验中介效应时发现，社会支持在三种统计方法中证明了其对成年人锻炼行为的调节作用。综上所述，行为过程和自我效能因素在干预对锻炼行为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了稳定的中介作用[5]。
2005年，Bridle等人对基于阶段变化模型的检验健康行为干预措施有效性的研究进行了系统性综述。研究结果表明：干预的效果被分为了积极（基于阶段变化的干预措施引发了显著的效果），组间无显著差异，消极（干预组的结果比控制组差）或是无法下结论。干预效果被定性为无法下结论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1）一些干预研究测量了多重结果，其中部分结果在干预的影响下出现了积极变化；而另一部分则出现了消极变化；（2）一些研究测量了多个干预措施的有效性，而不同的干预表现出了不同效果；（3）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分别评价了12周和1年后干预措施的影响效果。在12周时反映出干预效果的变量，却没能在1年后延续相同的变化。鉴于此种情况，无论是多重结果测量，多重干预，或是多重评价，都没有清晰的证据显示基于阶段变化的干预措施是有效的。因此，他们被定性为无法下结论[6]。
    在符合系统综述条件的37项研究中，有35项研究报告了无干预控制组、统一干预组（使用统一的干预措施）和基于阶段干预组之间的结果比较。在35项研究涉及到的42项比较中，11项比较研究的结果支持了基于TTM模型干预的有效性；20项结果显示干预组和控制组之间无差异；另有11项结果被定义为无法下结论。在20项比较统一干预组和基于阶段干预组之间差异的研究中，有5项报告了基于阶段变化模型的干预组出现了显著性统计学变化；5项报告出现交叉结果；10项报告组间没有出现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差异。在22项比较无干预控制组和基于阶段干预组之间差异的研究中，6项报告了基于阶段变化模型的干预组出现了显著性统计学变化；6项报告出现交叉结果；10项报告组间没有出现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差异。在42项比较中有7项是关注于锻炼行为的，报告行为结果的8项比较中，只有1项比较研究的结果支持基于阶段变化模型干预的有效性，3项比较无法下结论，4项则没有发现组间差异的存在。综上所述，Bridle等人认为，基于阶段变化模型的干预研究效果好于统一干预，或无干预的证据是有限的[6]。

2007年，Noar等人对使用有针对性的印刷材料对健康行为进行影响的干预研究的有效性进行了元分析。对56个研究中的57个比较进行元分析后发现，效果量 r =.074 (95% CI = .066, .082)。针对性的信息干预相对于控制组而言，对健康行为产生了巨大影响。相关系数比Cohen(1988)依据标准所确定的小效果量标准（r =.01）略低，但经χ2检验，两者存在显著差异。有趣的是，元分析结果发现，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人口统计学因素均没有在针对性干预对健康行为产生影响的过程中起中介作用。针对性干预材料对锻炼参与行为的影响效果量为0.028[2]。
57项研究中有17项为准实验控制组前后测设计，效果量r =.111。结果表明，针对性干预的效果良好。以信函的形式进行针对性干预的研究有36项，以散页印刷品的形式进行针对性干预的研究有4项。后者的效果量最大r =.168，而前者仅为0.058。计算Z分数，并对二者进行Bonferroni相关分析后发现，以散页印刷品的形式进行针对性干预研究的效果量显著大于以信函的形式进行干预研究的效果量（Z=9.09， p< .00001）（见表1）。研究认为，出现上述结果的原因是：在散页印刷品中更容易加入照片、图表等既能吸引被试注意力，又生动有效的信息。而其编排、版式风格、视觉效果等也同样对捕捉和维持被试的注意力至关重要。Donohew等学者（1998）主张，抓住读者的注意力是健康教育信息产生效力的最关键的前提条件[2]。

研究者对干预次数的多少与效果量大小的关系也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多次干预比单次干预的效果量大，且两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Z=2.46， p< . 007）。干预的持续时间由即刻后测和延迟18个月之后后测不等，平均持续时间为23.09周，或大约6个月左右。结果表明，干预持续时间较短的研究对健康行为的影响效果更好。有26项研究既对理论概念，又对健康行为本身进行了干预，效果量为0.092；另19项研究仅对理论概念进行了干预，效果量为0.065。计算Z分数，并对二者进行Bonferroni相关分析后发现，前者的干预效果显著好于后者（Z=2.84， p< .002）。研究者随后又将进入干预的理论概念数量进行了分类，并对其与效果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计算。结果发现：4-5个理论概念进入干预内容的研究效果量显著大于只有0-3个理念概念进入干预内容的研究效果量（Z=3.51， p< . 001）。研究者进而又对哪些理论概念与大效果量有关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态度（Z=2.38， p< . 003），自我效能（Z=4.4.0， p< . 00001），阶段变化（Z=2.64， p< . 004），社会支持（Z=9.88， p< . 00001）和变化过程（Z=2.17， p< . 016）都与显著大的效果量有关[2]。
表1 不同干预对健康行为的影响效果量表
	变量
	效果量
	综述的研究数量

	研究设计形式

· 准实验控制组前后测设计
	r =.111
	17

	干预方式

· 信函
· 散页印刷品
· 手册、指南
· 通讯、杂志
	r =.058
r =.168

r =.039

r =.106
	36
4
12

4

	干预次数
· 多次干预

· 单次干预
	r =.092
r =.068
	13

44

	干预内容

· 理论概念+健康行为

· 理论概念

· 健康行为

· 理论概念+人口统计学因素

· 理论概念+健康行为+人口统计学因素
	r =.092
r =.065

r =.026

r =.087

r =.122
	26

19

2

7

3

	进入干预内容的理论概念数量
· 4-5个

· 0-3个

· 6-9个
	r =.093
r =.062

r =.073
	26

22

9

	不同理论概念
· 态度

· 自我效能

· 变化过程

· 变化阶段

· 社会支持
	r =.083

r =.096

r =.090

r =.086

r =.197
	47

32
15

34

4


注：数据来源于Noar, S.M., Benac, C.N., & Harris, M.S. Does tailoring matter? Meta-analysis review of tailored print health behavior change intervention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07, 133(4): 673-693。

虽然国外干预研究的结果不尽相同，对基于阶段变化模型制订的干预措施的有效性也存在不同看法，但这些都丝毫没有影响到研究者使用阶段变化模型进行干预研究的热情。国内也从2004年以后，出现了类似的干预研究报告。2005年，段艳平等人以社会认知理论和柏林锻炼阶段模型为干预理论框架，对大学生的锻炼行为进行了为期8周的干预研究。干预主要通过在体育课中传授锻炼知识，进行与锻炼阶段相匹配的咨询访谈及访谈后的问题解答来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女生，5个调节变量中有自我效能创造时间锻炼和坚持不懈两个调节变量发生了显著性改变；而对于男生，5个调节变量都没有受到干预的显著影响[7]。邱建国等人（2005）以中年人群为研究对象，使用阶段变化模型中的阶段变化概念，通过电话联系和上门调查等方式，对其锻炼行为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干预研究。研究者发现，干预前后，干预组和控制组在对体育健身运动重要性的认识，对保持锻炼的信念，及参与体育锻炼的频次等都表现出了显著性差异。因此，研究者认为，干预措施有效[8]。
纵观国内的干预研究，存在以下几个主要特点：（1）全部干预研究都仅使用了阶段变化模型中的阶段变化变量[8]- [12]，也有个别研究使用了与阶段变化模型类似的理论框架[7]；（2）研究大多以大学生或社区居民为对象进行，仅有一项研究的对象是非常容易引起歧义的“体育弱势学生”，其中包括肥胖学生，慢性疾病和运动器官功能不全学生，急性疾病恢复期、伤残学生等[11]；（3）全部研究都采用了准实验控制组前后测设计，干预的持续时间由8周到4个月不等，干预方式主要以“电话访谈”[8]、“体育、健康知识教育” [7] [9]- [12]和“提供运动处方”为主；（4）干预的内容以改变被试对体育锻炼的认识、态度[8] [9] [11]、自我效能[7]为主，其中一项研究既干预了理论概念（计划行为理论所包含的理论概念），又干预了锻炼行为[12]，另一项研究仅干预了锻炼行为[10]。综上所述，国内干预研究存在研究对象单一，干预理论框架不完善，干预科学化、系统化程度不高等问题。
本研究以残疾人中的听障残疾学生为研究对象，以阶段变化模型为理论框架，对《阶段变化量表》进行了修订，并检验了其信、效度[13]。在此基础上，使用准实验控制组前后测设计，进行了为期12周的干预研究。由于是国内首次以弱势群体---残疾人为对象进行锻炼行为的干预实验研究，国外可借鉴的研究成果也不丰富。因此，本研究假设：（1）以阶段变化模型为理论基础的干预研究有效，听障残疾学生的锻炼行为及心理影响因素均出现积极变化；（2）阶段变化模型所包含锻炼收益、锻炼弊端、自我效能及变化过程（包括10个下位因素）对解释阶段变化有效。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以浙江省((听障残疾人专门中等职业学校的大、中专学生为研究对象，随机抽取了8个自然教学班的150人参加实验研究。其中2个自然教学班的46人被随机设定为对照组，另6个自然教学班的104人被分配至了干预组。随后进行了基线测试，共发出问卷150份，回收150份；其中有效问卷136份（对照组有效问卷44份，干预组有效问卷92份），有效率90.67%。对照组男生25名，占56.8%；女生19名，占43.2%；干预组男生50名，占54.35%；女生42名，占45.65%（见表2）。平均年龄18.93岁，最大22岁，最小16岁。为了便于干预实验研究的顺利进行，整个问卷调查和实验过程采用了实名制。干预实验结束后又进行了后测，共发出问卷150份，回收126份（对照组36份，干预组90份）；其中有效问卷121份（对照组有效问卷33份，干预组有效问卷88份），有效率96.03%。
表2 被试情况说明表

	实验设计
	被试分组（人数）

	
	干预组

前预期阶段  预期阶段  准备阶段   行动阶段    维持阶段  合计
	控制组

合计

	前测
	 9（9.8%） 7（7.6%） 53（57.6%）17（18.5%） 6（6.5%）  92
	44

	后测
	 8（9.1%） 3（3.4%） 44（50%）  20（22.7%）13（14.8%） 88
	33


2.2 研究工具

针对听障残疾学生进行了修订，并检验了信、效度的《阶段变化量表》（59个项目）[13]。以及人口统计学特征测题和锻炼持续时间、锻炼强度、锻炼频度、锻炼项目等内容的测题（共计15个项目）。

2.3 实验设计

采用准实验随机控制组前后测设计。在12周干预实验开始之前，对实验组和对照组进行了基线测试。随后对实验组每3周实施了一次以散页印刷品形式进行的针对性干预。12周干预实验结束后再次进行了问卷测试。
2.4 干预步骤
依据阶段变化模型，将完成基线测试的92名实验组被试分别划分至：前预期阶段9人（占9.8%），预期阶段7人（7.6%），准备阶段53人（57.6%），行动阶段17人（18.5%），维持阶段6人（6.5%）。在12周内，分四次对其进行了阶段针对性干预，每次干预持续3周，在每个第三周周末时，依据每个被试完成锻炼任务的情况及其提供的对干预内容和在完成锻炼任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的反馈，再来制定后三周的干预内容。干预的具体内容、步骤见表3。
表3：实验干预形式、具体内容和步骤
	
	干预

形式
	干预内容

	
	
	1-3周
	4-6周
	7-9周
	10-12周

	前预期
阶段
（9人）
	散
页

印
刷
品
	(身体基础状态认识

(强化锻炼收益

(3周内的锻炼任务

(反馈
	(锻炼知识讲解，解释说明不喜欢或对锻炼不感兴趣的原因，试图提高锻炼意识+强化锻炼收益
(3周内的锻炼任务

(反馈
	(提高锻炼意识+强化锻炼收益+克服锻炼障碍
(3周内的锻炼任务

(反馈
	(提高锻炼意识+强化锻炼收益+克服锻炼障碍

(12周时，对完成锻炼任务好的同学给予了奖励，并写给了每位学生一封信
(后测

	预期
阶段

（7人）
	散
页

印
刷
品
	(身体基础状态认识

(强化锻炼收益+克服锻炼障碍

(3周内的锻炼任务

(反馈
	(锻炼知识讲解，解释说明不喜欢或对锻炼不感兴趣的原因，试图提高锻炼意识+强化锻炼收益
(强调互助作用

(3周内的锻炼任务

(反馈
	(提高锻炼意识+强化锻炼收益+克服锻炼障碍+体验和表达锻炼带来的变化
(3周内的锻炼任务

(反馈
	(提高锻炼意识+强化锻炼收益+克服锻炼障碍+体验和表达锻炼带来的变化

(12周时，对完成锻炼任务好的同学给予了奖励，并写给了每位学生一封信

(后测

	准备
阶段

（53人）
	散
页

印
刷
品
	(身体基础状态认识

(强化锻炼收益+克服锻炼障碍+强化锻炼自我效能

(3周内的锻炼任务

(反馈
	(体验锻炼带来的效果

(强化锻炼自我效能+强调互助作用

(3周内的锻炼任务

(反馈
	(体验和表达锻炼带来的效果

(强化锻炼自我效能+强调互助作用+利用社会资源增加锻炼
(3周内的锻炼任务

(反馈
	(体验和表达锻炼带来的效果

(强化锻炼自我效能+强调互助作用+利用社会资源增加锻炼

(12周时，对完成锻炼任务好的同学给予了奖励，并写给了每位学生一封信

(后测

	行动
阶段

（17人）
	散
页

印
刷
品
	(身体基础状态认识

(强化锻炼收益+强化锻炼自我效能+克服锻炼障碍

(3周内的锻炼任务

(反馈
	(体验锻炼带来的效果

(建立积极、健康的自我形象+利用社会资源增加锻炼行为+寻找支持帮助自己坚持锻炼+强化锻炼自我效能
(3周内的锻炼任务

(反馈
	(改变自己，增加锻炼机会+建立积极、健康的自我形象+利用社会资源增加锻炼行为+寻找支持帮助自己坚持锻炼+强化锻炼自我效能

(3周内的锻炼任务

(反馈
	(改变自己，增加锻炼机会+建立积极、健康的自我形象+利用社会资源增加锻炼行为+寻找支持帮助自己坚持锻炼+强化锻炼自我效能

(12周时，对完成锻炼任务好的同学给予了奖励，并写给了每位学生一封信

(后测

	维持
阶段

（6人）
	散
页

印
刷
品
	(身体基础状态认识

(强化锻炼收益+强化锻炼自我效能+锻炼乐趣

(3周内的锻炼任务

(反馈
	(体验锻炼带来的效果

(建立积极、健康的自我形象+利用社会资源增加锻炼行为+通过自我肯定强化锻炼效果+强化锻炼自我效能
(3周内的锻炼任务

(反馈
	(改变自己，增加锻炼机会+建立积极、健康的自我形象+利用社会资源增加锻炼行为+通过自我肯定强化锻炼效果+强化锻炼自我效能

(3周内的锻炼任务

(反馈
	(改变自己，增加锻炼机会+建立积极、健康的自我形象+利用社会资源增加锻炼行为+通过自我肯定强化锻炼效果+强化锻炼自我效能

(12周时，对完成锻炼任务好的同学给予了奖励，并写给了每位学生一封信

(后测


2.5 统计方法
统计分析中使用了SPSS 15.0软件。

3. 研究结果
3.1 干预实验前，控制组与实验组的锻炼行为和心理影响因素的基线水平比较

为了解干预实施前，对照组和实验组听障残疾学生在锻炼次数、锻炼持续时间、锻炼强度以及锻炼益处、锻炼弊端、自我效能水平及变化过程基线水平上是否存在差异，分别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见表4），结果显示：干预前，对照组和实验组听障残疾学生在锻炼水平上不存在差异。但由于实验组多为初进校的学生，而对照组多为即将毕业的老生，可能导致了其在变化过程心理因素基线水平上的显著差异。而对照组和实验组学生在其余锻炼行为心理影响因素基线水平上不存在差异。
表4 干预实验前对照组、实验组锻炼行为和心理影响因素的基线水平比较表
	变量
	N
	平均数

对照组  实验组
	标准差
对照组  实验组
	t值
	p

	锻炼次数（次）
	44    92
	2.55    2.58
	1.52    1.85
	-0.10
	.924

	锻炼持续时间（分）
	44    92
	 31.02  28.53
	 20.31  16.04
	0.71
	.478

	锻炼强度（自评）
	44    92
	  2.5     2.5
	 1.09    1.13
	0.03
	.979

	锻炼收益
	44    92
	 3.78    3.65
	 0.59    0.53
	1.31
	.192

	锻炼弊端
	44    92
	 3.39    3.40
	 0.58    0.57
	-0.03
	.979

	自我效能
	44    92
	 3.28    3.14
	 0.45    0.41
	1.87
	.064

	变化过程
	44    92
	 3.52    3.24
	 0.52    0.46
	3.15
	.002<.01


3.2 干预前后实验组锻炼阶段、锻炼行为及心理影响因素的变化
对接受干预的实验组，干预前后处于不同锻炼阶段的听障残疾学生的人数发生了变化（见表2，图1）。为检验此种变化是否存在统计学上的意义，进行了非参数Kruskall–Wallis检验（因为锻炼阶段为顺序数据）。结果显示，接受干预前后，处于不同锻炼阶段听障残疾学生的人数的变化具有显著性差异（χ2=4.048，p=0.044<.05）。
[image: image1.png]RS





图1 干预前后听障残疾学生处于不同锻炼阶段人数变化图
为了解干预实施前后，接受干预的实验组听障残疾学生在锻炼次数、锻炼持续时间及锻炼强度上是否发生了变化，分别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表5），结果显示：干预前后，实验组听障残疾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次数有所减少，锻炼的持续时间和强度都有所增加。但这种差异在统计学上并不具有意义。

表5 干预实验前后学生锻炼次数、持续时间及强度的变化表
	变量
	N
前测 后测
	平均数

前测    后测
	标准差

前测    后测
	t值
	p

	锻炼次数（次）
	92   88
	2.57    2.48
	1.85    1.43
	0.36
	0.72

	锻炼持续时间（分）
	92   88
	28.53  29.49
	16.04  15.58
	-0.41
	0.69

	锻炼强度（自评）
	92   88
	2.49    2.66
	1.13    1.21
	-0.94
	0.35


为了解干预实施前后，影响听障残疾学生锻炼行为的心理因素的变化情况，分别进行了ANOVA检验（表6），结果显示：各心理影响因素的均值均出现了上升，但这种差异并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仅有行为过程中强化管理因素在干预前后出现了显著性变化（F=4.28, p<.05）
表6 各心理影响因素干预实施前后变化表

	变量
	N
	平均数
前测   后测
	标准差
前测   后测
	F
	p

	锻炼收益
	92       88
	3.65    3.66
	0.53    0.55
	0.03
	0.865

	锻炼弊端
	92       88
	3.39    3.45
	0.57    0.57
	0.55
	0.46

	自我效能
	92       88
	3.14    3.27
	0.41    0.48
	3.65
	0.058

	变化过程
	92       88
	3.24    3.35
	0.46    0.55
	2.30
	0.13

	认知过程
	92       88
	3.24    3.33
	0.47    0.57
	1.20
	0.28

	行为过程
	92       88
	3.23    3.38
	0.53    0.61
	2.88
	0.09

	意识提高
	92       88
	2.92    2.94
	0.78    0.83
	0.09
	0.92

	效果共感
	92       88
	2.95    3.03
	0.83    0.91
	0.32
	0.57

	环境再评价
	92       88
	2.96    3.03
	0.82    0.94
	0.59
	0.45

	自我再评价
	92       88
	3.78    3.91
	0.64    0.67
	1.89
	0.17

	社会解放
	92       88
	3.61    3.71
	0.78    0.77
	0.87
	0.35

	反条件化
	92       88
	3.33    3.39
	0.75    0.86
	0.29
	0.59

	互助关系
	92       88
	3.17    3.31
	0.96    0.92
	1.05
	0.31

	强化管理
	92       88
	3.15    3.38
	0.74    0.78
	4.28*
	0.04<.05

	自我解放
	92       88
	3.43    3.57
	0.79    0.84
	1.42
	0.24

	刺激控制
	92       88
	3.08    3.21
	0.89    0.88
	1.07
	0.30


注：* 表示p<.05，** 表示p<.01

3.3 心理影响因素对干预后实验组锻炼阶段发展变化的解释
接受干预影响后，听障残疾学生锻炼阶段的发展变化主要存在后退（倒退至少一个阶段）、保持（维持在原阶段）和前进（发展到上一个或两个阶段）三种可能性。具体对于每个阶段可能存在的发展变化情况如下：（1）前预期阶段：保持、前进（由于前预期阶段是最低水平的阶段，因此不存在后退）；（2）预期阶段、准备阶段、行动阶段：保持、前进和后退；（3）维持阶段：保持、后退（最高水平的阶段，不存在前进）。对于影响只存在两种锻炼阶段发展变化可能性的前预期阶段和维持阶段的心理因素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而对于影响存在三种发展变化可能性的预期阶段、准备阶段和行动阶段的心理因素则进行了单因变量多因素方差分析（F检验）。同时，在SPSS数据库中，将干预前后保持锻炼阶段不变的学生标记为“2”，后退的标记为“1”，而前进的标记为“3”。由于后测过程中“9”（前测时报告自己处于准备阶段）、“18”（前测时报告处于准备阶段）、“25”（前测时报告处于准备阶段）、“61”（前测时报告处于行动阶段）号学生的问卷为无效问卷，因此真正进入此项分析的听障残疾学生共有88名（既完成了前测，又完成了后测的学生人数）。
3.3.1 前预期阶段的发展变化情况

    前测时报告自己处于前预期阶段的“3”号同学，后测时却报告处于维持阶段。从维持阶段的定义来判断（是，我坚持每周3次，每次持续30分钟以上的锻炼，并且已经持续了6个月以上），3号同学不可能在12周之内由前预期阶段发展上升至维持阶段，因此判定“3”号同学的数据无效。前测时报告处于前预期阶段的听障残疾学生共9名，后测时除去“3”号同学，有3名同学仍保持在前预期阶段，另5名同学中4人前进至了准备阶段，1人前进至了行动阶段。对影响锻炼阶段发展变化的心理因素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后发现：在12周的干预实验中，没有TTM的主要构成因素可以解释前预期阶段听障残疾学生的锻炼阶段转换（见表7）。虽然前进组学生各心理影响因素的均值相对于保持组均出现了上升，但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对变化过程十个下位因素进行进一步t检验后发现，行为过程的下位因素-自我解放成功的解释了前预期阶段的前进（t=-3.519，p=0.0065<.01）。
表7 干预前后心理因素对前预期阶段转变的影响
	心理因素
	12周内的阶段转换

保持(n=3)       前进(n=5)
M     SD       M    SD
	t值
	p（1-tailed）

	锻炼收益
	3.33(0.50)
	3.60(0.24)
	-1.035
	0.171

	锻炼弊端
	3.00(0.35)
	3.12(0.64)
	-0.293
	0.390

	自我效能
	2.80(0.36)
	3.21(0.44)
	-1.367
	0.111

	变化过程
	3.21(0.72）
	3.28(0.55）
	-0.154
	0.442

	认知过程
	3.24(0.73)
	3.25(0.48)
	-0.021
	0.492

	行为过程
	3.170.72)
	3.31(0.68)
	-0.255
	0.404


注：P值为单尾检验结果
3.3.2 预期阶段的发展变化
前测时报告自己处于预期阶段的学生共7人，后测时有1人后退至前预期阶段，其余6人则前进至了准备阶段。由于没有保持在原阶段的学生存在，因此，对影响锻炼阶段发展变化的心理因素同样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后退组只有1名学生，因此无法计算标准差（见表8）。检验结果发现：接受12周干预实验后，锻炼收益、锻炼弊端及变化过程因素成功地解释了预期阶段听障残疾学生锻炼阶段向准备阶段的转换。同时，认知过程中的自我再评价因素（t=-3.358，p=0.020<.05）和行为过程中的强化管理（t=-2.646，p=0.046<.05）、刺激控制因素（t=-3.402，p=0.019<.05）也成功地解释了锻炼阶段的前进。
表8 干预前后心理因素对预期阶段转变的影响

	心理因素
	12周内的阶段转换

后退(n=1)       前进(n=6)

M     SD       M    SD
	t值
	p（2-tailed）

	锻炼收益
	2.00
	3.73（0.39）
	-4.080*
	0.010<.05

	锻炼弊端
	2.40
	3.47（0.21）
	-4.781**
	0.005<.01

	自我效能
	2.67
	3.18（0.29）
	-1.647
	0.161

	变化过程
	2.20
	3.09（0.28）
	-2.920*
	0.033<.05

	认知过程
	2.80
	3.18（0.41）
	-0.848
	0.435

	行为过程
	1.60
	3.00（0.20）
	-6.554**
	0.001<.01


注：* 表示p<.05，** 表示p<.01
3.3.3 准备阶段的发展变化
    前测时报告自己处于准备阶段的学生共53人，后测时“9”、“18”、“25”号学生的问卷无效，被删除。剩余50名学生中4人后退（2人后退至前预期阶段，2人后退至预期阶段），29人保持，17人前进。报告前进的17人中，有11人前进至了行动阶段，另有6人报告前进至了维持阶段。但对比准备阶段和维持阶段的定义，6人不可能在12周时间内由准备阶段前进至维持阶段，因此分析时将这6人删除。对影响锻炼阶段发展变化的心理因素进行了单因变量多因素方差分析（F检验）（见表9），结果显示：虽然锻炼收益、自我效能、变化过程的均值均随听障残疾学生锻炼阶段的上升变化表现出了上升趋势（锻炼弊端除外，前进组比保持有所下降，但组间不存在差异），但组间并不存在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差异。其中自我效能对准备阶段学生向其他阶段转换的解释能力最强（(2＝0.075），但同样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对变化过程的十个下位因素做进一步分析后发现，后退、保持与前进组间的自我再评价存在显著组间差异（F=3.50，(2＝0.146，p=0.040<.05），Post hoc多重均值比较显示，保持组显著高于后退组（p=0.020<.05）。
表9 干预前后心理因素对准备阶段转变的影响

	心理因素
	12周内的阶段转换

后退(n=4)    保持（n=29）  前进(n=11)

M     SD    M     SD     M    SD
	F值
	(2
	Tukey

均值多重比较

	锻炼收益
	3.45（0.10）
	3.67（0.43）
	3.69（0.59）
	0.45
	0.021
	无组间差异

	锻炼弊端
	3．20（0.63）
	3.61（0.54）
	3.55（0.63）
	0.92
	0.043
	无组间差异

	自我效能
	2.93（0.62）
	3.22（0.36）
	3.37（0.49）
	1.66
	0.075
	无组间差异

	变化过程
	3.06（0.49）
	3.37（0.56）
	3.45（0.65）
	0.70
	0.033
	无组间差异

	认知过程
	3.00（0.47）
	3.38（0.61）
	3.33（0.69）
	0.66
	0.031
	无组间差异

	行为过程
	3.12（0.59）
	3.36（0.56）
	3.58（0.65）
	1.03
	0.048
	无组间差异


注：* 表示p<.05，** 表示p<.01
3.3.4 行动阶段的发展变化
前测时报告自己处于行动阶段的学生共17人，后测时“61”号学生的问卷无效，被删除。剩余16名学生中8人后退，其中2人后退至前预期阶段，1人后退至预期阶段，5人后退至准备阶段；6人保持；2人前进至维持阶段。对影响锻炼阶段发展变化的心理因素进行单因变量多因素方差分析（F检验）结果显示（见表10）：锻炼收益、锻炼弊端、自我效能的均值随听障残疾学生锻炼阶段的上升基本表现出了上升趋势（自我效能在前进组虽有下降，但不存在组间差异），而变化过程基本保持了不变。但上述变化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锻炼收益对行动阶段学生向其他阶段转换的解释能力最强（(2＝0.313），但同样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对变化过程的十个下位因素做进一步分析后均发现，对行动阶段学生锻炼阶段发展变化的解释不具统计学意义。
表10 干预前后心理因素对行动阶段转变的影响

	心理因素
	12周内的阶段转换

后退(n=8)    保持（n=6）  前进(n=2)

M     SD    M     SD     M    SD
	F值
	(2
	Tukey

均值多重比较

	锻炼收益
	3.37（0.36）
	3.83（0.59）
	4.10（0.14）
	2.97
	0.313
	无组间差异

	锻炼弊端
	3.23（0.63）
	3.30（0.35）
	3.70（0.14）
	0.70
	0.096
	无组间差异

	自我效能
	3.05（0.54）
	3.51（0.18）
	3.36（0.35）
	2.11
	0.245
	无组间差异

	变化过程
	3.25（0.37）
	3.26（0.34）
	3.25（0.16）
	0.003
	0.001
	无组间差异

	认知过程
	3.23（0.29）
	3.24（0.41）
	3.57（0.14）
	0.850
	0.116
	无组间差异

	行为过程
	3.25（0.48）
	3.28（0.35）
	2.93（0.19）
	0.57
	0.080
	无组间差异


注：* 表示p<.05，** 表示p<.01

3.3.5 维持阶段的发展变化
    前测时报告自己处于维持阶段的学生共6人，后测时4人报告保持，2人报告后退，并均报告后退至行动阶段。由于维持阶段的学生不存在继续前进的可能性，因此对影响锻炼阶段发展变化的心理因素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保持组和后退组在锻炼弊端上存在显著的组间差异，保持组高于后退组。而其余心理影响因素都没有解释维持阶段学生锻炼阶段的转换。对变化过程的十个下位因素做进一步分析后发现，行为过程所包含的互助关系因素成功地解释了维持阶段学生的阶段转换（t=-2.57，p=0.031<.05）。
表11 干预前后心理因素对维持阶段转变的影响

	心理因素
	12周内的阶段转换

后退(n=2)       保持(n=4)

M     SD       M    SD
	t值
	p（1-tailed）

	锻炼收益
	3.50（0.42）
	4.10（0.66）
	-1.13
	0.161

	锻炼弊端
	2.80
	3.70（0.48）
	-2.52*
	0.033<.05

	自我效能
	3.25（0.43）
	3.47（0.73）
	-0.38
	0.361

	变化过程
	3.05（0.35）
	3.73（0.68）
	-1.28
	0.136

	认知过程
	2.83（0.05）
	3.45（0.97）
	-0.84
	0.223

	行为过程
	3.26（0.75）
	4.02（0.45）
	-1.60
	0.092


注：P值为单尾检验结果，* 表示p<.05，** 表示p<.01
3.4 干预实验后，对照组与实验组的锻炼行为和心理影响因素的水平比较

为了解干预实施后，对照组和实验组听障残疾学生在锻炼次数、锻炼持续时间、锻炼强度以及对锻炼益处、锻炼弊端、自我效能水平及变化过程变化水平上是否存在差异，分别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见表12），结果显示：干预后，对照组和实验组听障残疾学生在锻炼水平上不存在差异，但实验组相对于对照组在锻炼次数和锻炼强度上有所提高。影响锻炼阶段变化的各心理因素中仅有认知过程存在显著的组间差异（t=2.27，p=0.025<.05），而其余心理影响因素水平虽在接受干预后有所提高，但组间的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对变化过程的十个下位因素做进一步分析发现，对照组与实验组在认知过程中的意识提高因素（t=-3.35，p=0.001<.01）和行为过程中的刺激控制因素（t=-6.94，p=0.000<.01）上存在非常显著的组间差异。
表12 干预实验后对照组、实验组锻炼行为和心理影响因素变化水平的比较表
	变量
	N
	平均数

对照组  实验组
	标准差
对照组  实验组
	t值
	p

	锻炼次数（次）
	33   88
	2.35    2.49
	 1.56    1.43
	-0.47
	0.641

	锻炼持续时间（分）
	33   88
	32.50    29.49
	17.46   15.58
	0.92
	0.362

	锻炼强度（自评）
	33   88
	 2.58    2.66
	 0.97    1.21
	-0.35
	0.724

	锻炼收益
	33   88
	 3.66    3.85    
	 0.52    0.42    
	1.93
	0.056

	锻炼弊端
	33   88
	 3.55    3.42
	 0.65    0.57
	0.82
	0.414

	自我效能
	33   88
	 3.26    3.39    
	 0.48    0.41    
	1.35
	0.181

	变化过程
	33   88
	 3.35    3.56    
	 0.55    0.54    
	1.89
	0.061

	认知过程
	33   88
	 3.33    3.59    
	 0.57    0.55    
	2.27*
	0.025<.05

	行为过程
	33   88
	 3.38    3.53    
	 0.61    0.60    
	1.30
	0.20


注：* 表示p<.05，** 表示p<.01
4. 讨论与分析

4.1 干预前后，对照组和实验组学生锻炼行为水平变化的比较分析

干预实施前，对照组和实验组在锻炼次数，锻炼持续时间及锻炼强度上并不存在差异；接受干预后，实验组的锻炼次数和锻炼强度虽相比于对照组有所提高，但并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仅对实验组而言，接受干预前后，其锻炼次数（接受干预后有所下降）、锻炼持续时间和锻炼强度（接受干预后均有所上升）虽出现了变化，但这种变化也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因此，干预对听障残疾学生的锻炼行为水平并未产生影响。这一结果与本研究假设不符，但却与国外前期的相关研究结果类似[15][16]。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与自陈式问卷调查设计对锻炼次数，锻炼持续时间，特别是锻炼强度的反映不够客观、准确、敏感有关[15]。后续研究可以考虑使用简便的仪器来测量生理指标，如心率、BMI等，以更为客观、准确地反映干预对研究对象锻炼行为水平变化的影响。同时，干预最短持续实施几周可能引发锻炼水平的变化？干预影响锻炼行为水平的机制是什么？影响过程中是否还有其他中介因素在发挥作用？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4.2 干预前后，实验组学生锻炼行为阶段变化的分析

接受干预前后，实验组学生在不同锻炼阶段的人数分布发生了改变。进行非参数检验后发现，处于不同锻炼阶段听障残疾学生的人数的变化具有显著性差异。从这一点可以部分证明，干预有效地影响了实验组听障残疾学生的锻炼阶段变化。
4.3 干预前后，对照组和实验组学生的心理影响因素变化的比较分析

干预实施前，对照组的变化过程因素基线水平与实验组存在显著差异，这可能与抽样时，对照组多为即将毕业的老生，其在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时间较长，同时年龄上也与实验组学生存在非常显著差异（t=4.401，p=0.000<.01），相对成熟等因素造成。接受干预后，实验组学生各心理影响因素的均值较对照组均出现了上升，但组间并不存在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差异。对变化过程的下位因素做进一步分析后发现，接受干预后，实验组学生的意识提高和刺激控制因素的均值相对于对照组学生出现了非常显著的提高。认知过程的意识提高因素是通过收集有关锻炼的各类信息得以表现的[1]。在干预早期，研究者通过散页印刷品集中针对锻炼基础知识进行了浅显易懂的讲解。通过听障残疾学生的反馈信息，研究者发现，学生用“笑脸”和对某些知识的进一步理解、说明来表现他们对参与锻炼的兴趣和意识的改变。而这种反应也随着后期“意识提高”干预内容的使用出现了持续上升。学生在反馈中提出自己对锻炼的认识和存在问题，研究者也一一给予答复，并给予鼓励。及时、有效的反馈可能进一步增强了听障残疾学生锻炼意识的提高。而行为过程的刺激控制因素则是通过为坚持锻炼设置各种提示信息得以表现[1]。相对于行为过程的其他组成因素，刺激控制更易由自身实施，调控，而不会过多受外界不可控因素的影响。这也符合听障残疾人“自我”，社会互动经验缺乏，坚持，更专注于自我行动等人格特征有关[17] [18]。
干预实施前后，对照组和实验组在锻炼收益、锻炼弊端的均值变化上并没有呈现出显著的组间差异，这与Marcus等人（1998）的研究结果类似[19]。而自我效能在干预前后也没有表现出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组间差异，这与前期研究结果出现了不一致[19][20]。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两方面：（1）听障残疾人不可能像正常人一样，通过阅读和听觉系统接触和获得足够、有效的锻炼信息。而运动技能的获得，也大多通过视觉模仿的方式，不可能与正常人的运动技能发展进程相同。基础的锻炼知识、信息和运动技能则是他们赖以获得锻炼自我效能的前提条件[20]，前提条件的缺乏和不足，可能直接影响锻炼自我效能的获得和发展。（2）依据班杜拉的自我效能理论，共有四个因素（或来源）可以影响和改变自我效能，它们分别是成功体验，替代经历或范例（modelling），口头说服，和身心状态[21]。如果这四个来源均因听障残疾学生自身的障碍而使其受到影响，那么在短时间内希望通过干预来影响自我效能的困难程度究竟有多大也就不难想像了。国内外有关自我效能和听障残疾人锻炼行为之间关系的前期研究结果异常有限，要进一步探究两者之间的关系和相互影响的机制，仍需做大量的后续研究工作。
长期以来，研究者大多没有将锻炼区分为锻炼参与行为（adoption）和锻炼维持行为（maintenance）进行比较。2008年，Williams等人对预测惯于久坐个体锻炼参与行为和锻炼维持行为的心理影响因素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纵向研究，共有205名被试参与了此项研究。研究者分别在研究开始前，6个月时及12月时对可能预测被试锻炼参与和维持行为的心理影响因素进行了测试。研究结果发现，仅有家中是否拥有锻炼机械因素对锻炼的参与行为具有预测作用；而自我效能和主观满意观则预测了锻炼的维持行为。研究者对自我效能对锻炼维持比锻炼参与更重要的解释为，当被试在研究进行至6个月时，仍旧对锻炼目标行为缺乏经验。而班杜拉也认为，被试应当对锻炼目标行为具有相当经验时，才具备了对自身效能进行判断的基础。同时，研究结果也没有支持阶段变化模型中的认知过程对锻炼参与行为更重要，而行为过程对锻炼维持行为更重要的结论。认知过程和行为过程不但都预测了锻炼维持行为，而且6个月时，那些原本惯于久坐而试图开始参与体育锻炼的个体和那些已经开始参与锻炼而试图维持的个体在认知和行为过程上均不存在差异[22]。
综上所述，干预对听障残疾学生锻炼行为心理决定因素的影响非常有限，无法判定干预有效。这与前期研究假设不符。
4.4 干预前后，实验组学生心理影响因素的变化分析

干预后，实验组学生锻炼行为心理影响因素的均值均较干预前出现了上升，但这种组间差异也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进一步对变化过程的下位因素进行ANOVA差异检验后发现，行为过程中的强化管理因素在干预前后出现了显著的组间差异。每次干预实施前，研究者都会对前三周锻炼任务完成情况及听障学生的各类反应给出反馈。研究者的一个“笑脸”标识和积极的回应，都极大增加了学生继续完成实验的热情。而研究者与被试间的反馈交流及对听障残疾学生积极变化的肯定，也在实验开始6周左右，研究者为听障残疾学生组织的一次友谊篮球赛后得到了最强烈的积极效果强化。因此，反馈及他人奖励使得听障残疾学生的锻炼效果得到了积极强化，这也是实验组学生在干预前后强化管理因素出现显著组间差异的可能原因.此结果与前期国外研究结果类似[19]。
4.5 心理因素对实验组学生锻炼行为阶段发展变化的影响分析

依据TTM模型的假设，均衡决策中的锻炼收益因素应随锻炼阶段的上升而上升，而锻炼弊端因素则会随锻炼阶段的上升而出现下降[23]。在大量的横向研究中，学者们验证了这一假设。由于TTM模型是一个动态的模型，横向研究结果在验证模型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2001年，Plotnikoff等人在首个以TTM模型为理论基础进行的纵向研究中发现，研究结果只能提供部分锻炼收益和锻炼弊端解释和预测阶段发展变化的证据。这一结果与本研究类似。锻炼收益成功地解释了预期阶段组中个体的锻炼阶段转换；而前预期阶段组、准备阶段组、行动阶段组和维持阶段组中保持个体和前进个体的锻炼收益得分虽都高于后退个体，呈现出了上升趋势，但彼此之间的差异并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锻炼弊端成功地解释了预期阶段组和维持阶段组中个体的锻炼阶段转换；而前预期阶段组、准备阶段组和行动阶段组中保持个体和前进个体的锻炼弊端得分也都高于后退个体，同样呈现出了上升趋势，但彼此之间的差异也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在听障残疾学生身上表现出的锻炼弊端因素得分持续呈现上升趋势的现象，与TTM模型有关锻炼弊端的假设，以及前期研究结果均表现出了不符。这也提示我们，锻炼弊端因素可能结构复杂，要提高其对残疾人锻炼行为的解释和预测能力，应考虑开发更具针对性的调查工具[13] [24]。同时，Noar等人在其使用有针对性的印刷材料对健康行为进行影响的干预研究进行元分析时，也未发现均衡决策因素的效果量达到显著水平[2]。因此，均衡决策因素的作用有待在纵向研究中做进一步的检验。
依据TTM模型的假设，自我效能因素会随锻炼阶段的上升而呈现持续上升，并且这一研究假设在前期众多的横向研究中得到了验证[25] [26] [27]。本研究中，自我效能对各锻炼阶段转换的解释虽未达到统计学上的意义，但随着听障残疾学生锻炼阶段的上升均表现出了稳定的上升趋势。这与前期研究结果和本研究的假设相符。
变化过程因素作为TTM模型中最为复杂的结构，前期众多横向研究结果也存在彼此不一致的地方，但本研究结果与Marcus等人前期的研究结果类似[28]，同时也与本研究假设相符。本研究中，变化过程成功地解释了预期阶段组中个体的锻炼阶段转换，同时行为过程对该组个体锻炼阶段转换的解释也达到了统计学上非常显著的水平；而前预期阶段组、准备阶段组、行动阶段组和维持阶段组中保持个体和前进个体的变化过程（包括认知过程和行为过程）得分虽都高于后退个体，稳定地呈现出了上升趋势，但彼此之间的差异并没有达到显著水平。对变化过程的认知过程和行为过程下位因素做进一步分析后发现，认知过程中自我评价因素成功解释了预期阶段组和准备阶段组中个体的锻炼阶段转换；行为过程中的自我解放因素成功解释了前预期阶段组个体的锻炼阶段转换，强化管理和刺激控制因素成功解释了预期阶段组中个体的锻炼阶段转换，互助关系因素则解释了维持阶段组中个体的锻炼阶段转换。
TTM模型假设，认知过程因素在锻炼的低级阶段（前预期阶段、预期阶段和准备阶段），而行为过程则在锻炼的高级阶段（行动阶段和维持阶段）发挥更大的作用[23]。在本研究中，认知过程因素确实成功解释了听障残疾学生低级锻炼阶段的转换，这与TTM模型假设和本研究的假设一致。而行为过程因素则不但在听障残疾学生的高级锻炼阶段发挥了作用，同时在低级阶段也表现出了同样的作用。这与TTM模型假设和本研究假设不一致，但却与Plotnikoff等人的研究结果表现出了一致[14]。
5. 结论
5.1干预对听障残疾学生的锻炼行为水平并未产生影响，这一结果与本研究假设不符。

5.2接受干预前后，实验组学生在不同锻炼阶段的人数分布发生了改变，且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干预有效地影响了实验组听障残疾学生的锻炼阶段变化。

5.3接受干预后，实验组学生各心理影响因素的均值较对照组均出现了上升，这与研究假设一致，但组间并不存在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差异。实验后，实验组学生的意识提高和刺激控制因素的均值相对于对照组学生出现了非常显著的提高。以阶段变化模型为理论基础的此干预研究，并未有效地影响听障残疾学生各心理影响因素的变化。
5.4干预实施前后，对照组和实验组在锻炼收益、锻炼弊端和自我效能的均值变化上并没有呈现出显著的组间差异，这与前期研究结果不一致，与本研究的假设也不一致。
5.5干预后，实验组学生锻炼行为心理影响因素的均值均较干预前出现了上升，但这种组间差异也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行为过程中的强化管理因素在干预前后出现了显著的组间差异。

5.6锻炼收益成功地解释了预期阶段组中个体的锻炼阶段转换；而前预期阶段组、准备阶段组、行动阶段组和维持阶段组中保持个体和前进个体的锻炼收益得分虽都高于后退个体，呈现出了上升趋势，但彼此之间的差异并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

5.7锻炼弊端成功地解释了预期阶段组和维持阶段组中个体的锻炼阶段转换；而前预期阶段组、准备阶段组和行动阶段组中保持个体和前进个体的锻炼弊端得分也都高于后退个体，同样呈现出了上升趋势，但彼此之间的差异也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在听障残疾学生身上表现出的锻炼弊端因素得分持续呈现上升趋势的现象，与TTM模型有关锻炼弊端的假设，以及前期研究结果均表现出了不符。

5.8自我效能对各锻炼阶段转换的解释虽未达到统计学上的意义，但随着听障残疾学生锻炼阶段的上升均表现出了稳定的上升趋势。这与前期研究结果和本研究的假设相符。

5.9变化过程成功地解释了预期阶段组中个体的锻炼阶段转换，同时行为过程对该组个体锻炼阶段转换的解释也达到了统计学上非常显著的水平；而前预期阶段组、准备阶段组、行动阶段组和维持阶段组中保持个体和前进个体的变化过程（包括认知过程和行为过程）得分虽都高于后退个体，稳定地呈现出了上升趋势，但彼此之间的差异并没有达到显著水平。

5.10认知过程因素确实成功解释了听障残疾学生低级锻炼阶段的转换，这与TTM模型假设和本研究的假设一致。而行为过程因素则不但在听障残疾学生的高级锻炼阶段发挥了作用，同时在低级阶段也表现出了同样的作用。这与TTM模型假设和本研究假设不一致。
    通过为期12周的实验，无法证明以阶段变化模型为理论基础的干预有效地影响了听障残疾学生的锻炼行为水平以及心理决定因素。针对听障残疾学生这类特殊人群，有必要进行
后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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